
快、顺利。然而，总体而言，国内参与科普影视创作的科学家数量仍十分有限。

“部分科学家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愿关注纪录片的制作，我可以理解，但是科学影像

的生态建设需要科学家的参与。”李成才说。

投资回报的尴尬

拍摄成本高、周期长让制作团队望而生畏

除了要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科学纪录片拍摄成本高、周期长的特点也让不少制作团队望

而生畏。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英国的科学纪录片《星球》系列，

50分钟的视频基本成本约为1000万人民币。国内的投资金额虽然不及国外，但完整制作一部科学

纪录片的投资也动辄千万起步。千万量级的投资金额与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时间投入，在国内还难以

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关注度与市场回报。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的投资来自北京世园会，总投资约3000万元，主要营收来自播出平台的分

成与素材使用权的售卖。

“这些营收对于纪录片制作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周叶说，“目前纪录片很难实现成本回收，除

非在纪录片中植入软广，但这不符合我们对纪录片的想象。”

据张同道介绍，和《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一样，国内各种类型的纪录片，投资方超过半数来自各级

电视台与政府机构。

科学纪录片是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活动，政府及相关部门、协会、机构的主动推动，是近年来我国科

普影视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政府主导、商业性较弱的模式，既是优势也是软肋。

“主要投资方往往经营属性较弱，更关注科普与影响力。而创作团队、播出单位和品牌运营又分属不

同单位与团队，难以形成传播合力。”张同道说。

对于播出平台而言，无论是电视频道还是网络平台，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广告。这导致很多平台会选择

流量大的娱乐或影视节目，科学类纪录片获得的空间与流量有限，在传播中居于边缘和弱势地位。加上盗

版资源的盛行，科学类纪录片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目前国内纪录片领域，还没有形成投资回报、市场循环的基本模式，也没有形成稳定的产业模型。”张同

道说。

走向高阶的努力

动员多方力量共同推进科学纪录片的发展

无论如何，改变正在发生。

首先是来自科学纪录片制作团队的努力。

近年来，从《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到《蔚蓝之境》，从《总师传奇》到《手术两百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

内科学类纪录片在主题与形式上不断探索创新，涌现出一批精品。

制片人刘颖就是一位探索者，她与团队最成功的尝试莫过于《同象行》《飞吧 嫦娥》与《Hi 火星》。

依托长期积累的生产与制作优势，刘颖与团队尝试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来自新闻热点且能相对深入的切

口，创作热点话题之下的科学纪录短片。

“这三部纪录短片的传播效果都很好。我们尝试进行了一系列融媒体方向的开发，特别是《同象行》，从纪实

短片、科普短视频到海报制作，形成了多层次的融媒体传播形态。”刘颖说。

中国快速发展的科技，无论在内容还是技术手段上，都为科学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当下需要

的，是更多有志于此的人，打造出更多精品。

科学纪录片发展的第二步，是市场模式、产业模型的建立。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力量，而科学纪录片要跨过重重槛，亦需市场的逻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同道和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均认为，美国探索集团的发展有一定

参考价值。目前，探索集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作、发行、传播与品牌运营的协同机制，在全球的两百多个国家

地区都有播出平台。通过订户收费、广告收入、节目再销售三管齐下的盈利模式，探索集团每年的收入为100

多亿美元。

“探索频道的纪录片遵循市场的逻辑，关注观众的喜好，强调娱乐性与知识性的结合。”陆地说，“丰厚的利

润让探索公司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节目的再生产中，形成高品质节目生产制作的良性循环。”

在张同道看来，科学纪录片建立国内市场模式、产业模型，首先需要打通机制。“纪录片团队不再只是单纯

的生产部门，而是需要有团队负责生产，有团队负责传播，还有团队负责品牌打造。这种商业运营的意识应当

从纪录片创作初期就形成。”张同道说。

公共性与商业性传播二者并行不悖，共同目标都是科学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虽然科学纪录片不比美食类纪录片受众面广，但科学纪录片天然具有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特点。未

来，更具有趣味性的选题、更优秀的叙事模式、更成熟的商业环境将共同推动这一纪录片类型的发展。”纪录

片导演鲍永红说。

最后，科学纪录片的未来，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树

立大科普理念，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

“大科普格局的建设要求，不只是从组织形式上，更是从强化全社会科普工作的责任意识上，将各个

单位关联起来，共同努力，协同发力。”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尹传红说。

动员多方力量，共同推进科学纪录片的发展，也是李成才长期盼望的。

他多次在演讲中提到“世界科学与纪实大会”。每年，这一大会召集全球各大主要媒体科学方面的

管理人士与科学家等群体，共谋世界未来科学类影片的发展方向。

李成才正在推动搭建一个中国版的“世界科学与纪实大会”。“邀请影视工作者、科学家们参与其中

并不困难，更重要的是寻找到有意愿的企业家、纪录片播出平台的负责人。”他说，“希望通过这一平台

建立起一整套对科学影像的保障机制。”

“这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搭建起这个平台，那将是金钱最好的归宿。”李

成才说。

“做科普工作与科学传播，首要的一步是让公众理解科学、欣赏科学，进而让公众参与科学、应

用科学。再进一步，如果还能够传扬理性、发掘理趣，让公众在收获知识、增进智慧的同时，收获思

考的乐趣、心智的享受，那么，我们所期望的传播效能无疑可以更好地达成。”尹传红说，“目前尚

属稀少的科学纪录片，恰恰具有更开阔的科学视野、更灵活的拓展空间。期待新时代能有更多优

秀导演，尽早将我们的科学纪录片提升到‘高阶’水平。”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视觉中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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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紫外线、严寒、狂风。青藏高原东南部，贫瘠的土地上，棱角分明的流石堆积

在一起。

胡昆池戴着墨镜侧躺在这堆乱石上，神采飞扬。在他身旁的是一株正在肆意生长

的黄色植物，名为塔黄。找到它，记录它，胡昆池团队花了几个月。

许多这样的寻找和等待，成就了被誉为可媲美BBC纪录片的《影响世界的中国植

物》。胡昆池是这部纪录片本草一集的导演。

这是中国第一部植物纪录片，开播至今，连严苛的豆瓣网友都打出8.5的高分。

“让科学在纪录片中生动地流淌，融入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民族性格中。”《影响世界的

中国植物》总导演李成才说，这是他拍科学纪录片的初心。

这确实是科学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主导制作的纪录片《宇宙》，

在全球收获了数以亿计的观众。30多年后，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尼尔·泰森制作了一部向《宇

宙》致敬的纪录片。他说，自己之所以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就是因为小时候看了卡尔·萨根的

《宇宙》。

以《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等优秀作品为代表的国产科学纪录片，亦在探索中前行。

漫长时间的投入

制作纪录片历时三年，一半时间用于学习和调研

塔黄常常让李成才热泪盈眶。

这种植物十分稀有，在荒寂中独自坚守，一生只开一次花。

但如何讲好塔黄的故事？从嫩芽到绽放，从繁衍到逝去，它经历了哪些生命阶段？它为何一生只

开一次花？它与“好友”迟眼蕈蚊如何合作？

这些是《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主创团队想要回答的问题，而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植物学知识的壁垒。

“空白领域知识的积累离不开时间的积淀。”《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的另一位总导演周叶说。

该纪录片制作团队成员大多是影视专业出身，在制作纪录片的三年时间里，他们用了将近一半的时

间学习和调研。他们不仅要熟悉相关植物的自然属性，还需要了解植物的人文特点、历史背景。

2018年，胡昆池与团队前往香格里拉，实地“探访”塔黄。

往年，在夏初的数十天内，塔黄会迅速长出1.5米—2米的巨型花絮。通过前期的学习积累，团队成

员早已记住塔黄的模样，但当真正爬到流石滩上后，一天，两天……六天过去了，大家仍找不到塔黄花苞

的身影。

胡昆池想求助团队的科学顾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波，但是流石滩上没有信号，一

个个“疑似”塔黄的图片无法发出。

下山后，胡昆池联系到了宋波。这位塔黄专家专程从昆明赶往香格里拉，与创作团队再上流石滩。

终于，宋波为团队揭开了谜底，原来这一年，塔黄开花比往年晚了近半个月。因为后期还有其他拍摄任

务，如果等下去将错过下一个植物的花期。但这趟旅程并非毫无收获。胡昆池团队熟悉了地形地貌，与宋

波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还认识了不少当地村民。第二年开春，胡昆池几乎每天都会向村民与宋波询问塔

黄开花的情况。

2019年，胡昆池和创作团队把握了时机，跨越一座又一座山头，绕过一个又一个玛尼堆，终于找到一株含

苞待放的塔黄。

“大家特别兴奋，都躺在地上与塔黄合影。”胡昆池说。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中讲述了10分钟塔黄的故事，但前后的拍摄却用了近两个月，在这一过程中，时间

的积淀再次成为关键。

塔黄的花季是6月到7月，正值当地的雨季。

帮助塔黄传粉的迟眼蕈蚊是塔黄故事中的另一主人公。每当下雨，迟眼蕈蚊要么一动不动，要么直接飞

走，拍摄被迫中断。团队成员们只能穿好雨衣，默默无言，一起等待天晴。“我们靠天吃饭，科学纪录片的拍摄就

是这样充满不确定性。”胡昆池笑着说。

冰雹下的塔黄让胡昆池印象很深。“那株塔黄不太直，有一些扭曲，在冰雹中像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少女，眺

望远方。那是我最满意的一个镜头。”胡昆池说。

科学人才的参与

科学影像的生态建设需要科学家的参与

对《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观众给出极高评价。

“英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说过，‘在整个北半球温带地区的任何地方，没有哪个园林的树种不是源于

中国。’曾经我对此深表怀疑，直到我看了这部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有观众这样评价。

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依然缺少更多这样的优秀科学纪录片。

早在195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布里斯托尔成立了博物部，开启了科学纪录片制作的先河。1964

年，BBC二台开始播出电视科学纪录片《地平线》系列，该系列是BBC播放时间最长的电视科学纪录片系列，

已成为衡量科学纪录片质量的国际标准。

资料显示，2001年，以科教片转型为动因，我国最早的科学纪录片栏目《发现之旅》诞生。业内专家认为，

截至目前，我国科学纪录片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还没有形成规模化效应，制作能力、传播能力和

产业发展能力仍然较弱。

在李成才看来，影视人员科学素养偏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李成才和周叶曾合作完成了包括《华尔街》《货币》在内的多部著名纪录片，但拍摄《影响世界的中国植

物》对这两位优秀导演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更难的尝试，也引发他们很多的思考。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有100余位摄影师，他们勇敢、热情，但是并不具备植物学、遗传学方面的知

识。”李成才说。

在英美等科学纪录片较为发达的国家，一部科学纪录片，从制片人到主持人，再到摄影师，往往都具备

一定的科学知识。以一直是科学纪录片领域标杆式存在的BBC Studios为例，为保证纪录片的科学性，“科

学家团队+摄制者团队”是基本配置，甚至导演或制片人本身就是某个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科学知识的储备，能帮助制作人与导演找到科学故事中的关键节点，让纪录片更加引人入胜，也能让

摄影师实现更丰富、更精准的影像表达。

《我的牛顿教练》《门捷列夫很忙》《被数学选中的人》三部现象级科学纪录片的总导演李金炜分析，科

学纪录片的创作门槛比较高，没有足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能力，没有足够的、想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把科

学知识传达和分享给观众的热情，很难做好这种类型的片子。

“影视人员科学素养偏低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李成才说，“改变需要时间，目前我们只能靠积累。”

此外，科学家的参与至关重要。

据周叶介绍，在《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中，共有100多位专家顾问。从植物的选定到自然属性的

讲解，从共同前往拍摄地调研到脚本的细节把关，他们的参与广泛而深入。

该纪录片的科学总顾问、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主任黄宏文认为，《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的第一

集是一个“大篮子”，装着后面几集的内容，十分关键，为此，黄宏文与周叶对脚本逐字逐句地反复修改

了几次。

黄宏文还与摄影团队前往长江流域的丛林深处。这位当时62岁，研究了一辈子猕猴桃的学者，沿

着英国“植物猎人”E.H.威尔逊的脚步，出镜讲述了100多年前猕猴桃辗转走出宜昌大老岭的奇遇。

塔黄专家宋波也深度参与了拍摄工作，是向导也是老师。

哪株塔黄今年可能会开花，哪一时刻迟眼蕈蚊开始传粉，迟眼蕈蚊与塔黄是怎样合作的……

宋波乐于回答这些问题，他也更愿意将自己的“讲授”称为“讲故事”。

在宋波看来，科研工作者需要用讲故事的方式让纪录片创作团队理解植物知识背后的逻辑。

在拍摄塔黄期间，宋波在昆明还有其他实验工作。为了拍摄，他需要在昆明与香格里拉之

间往返奔波。“这部纪录片能够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工作内容，也能起到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作

用。虽然我付出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我还是非常乐意参与其中的。”宋波说。

李成才说，《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邀请到的科学顾问有很高的科普热情，双方的合作愉

中国科学纪录片，如何走向未来

中国快速发展的科

技，无论在内容还是技术手段上，

都为科学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

支撑。当下需要的，是更多有志于此的

人投身其中，打造出更多的精品，让科

学在纪录片中鲜活呈现、生动流淌，

融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塑造民族

的科学精神。


